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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外的历史进程与现时拓展

刘方平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援外历史中，国际主义作为中国援外的最高指导原则，在维护国家安全，
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新大局、新挑战，中国援外与时俱进，

逐步实现了援助原则、援助体系以及援助对象等方面的转变，呈现出互利共赢、治理规范、经济优先、效果突

出等鲜明特点。“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体现了国内外大局的新变化，也给中国援外的转型升

级提出了任务要求。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提供的新机遇，实现援助的适应性战略调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对

外援助体系，更好地为国家整体发展大局服务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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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中国援外工作已走过了６５年的征程。在这段“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
种成熟的西方援助”①的过程中，中国援外经历了国际主义主导和互利共赢主导两个阶段。从目前

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中国援外转变的考察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②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援外具有

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援外逐渐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成为维护总体国家利益

的重要手段。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援外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援外须有效配

合“一带一路”大局的实施，实现适应性战略调整。

一、改革开放前的援外历程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援外历史，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之下书写的。国际主义主要是

指各国无产阶级相互团结、互帮互助以达到共同奋斗目标的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之

一，是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实现国际联合的重要法宝。国际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援外在维护国家安全、

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援外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３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
民共和国，巩固新确立的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对外活动是围绕主要任务展开的。这一时期国际主义

尚未成为中国援外乃至中国外交的最高原则，中国援外在践行国际主义的过程中还处于摸索阶段，

并未形成自身特色的援外思想。在援外实践中，中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主，兼顾履行国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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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务，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援助朝鲜和越南的问题上。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高调介入

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在中朝边境对中国进行武力威慑和挑衅。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支援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国不仅为朝鲜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而且采取了直接军事干预的援朝方

针。在援助越南问题上，中国也是基于国家安全以及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的考虑，积极向越南提供力

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４年间，中国无偿向越南提供了军事援助和价值达１７６亿元
的物资援助。①

第二阶段，形成阶段（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０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主
义最终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国际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援外思

想。１９５６年之后，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在防范苏联修正主义所带来的军事安全威胁。
在国内，左倾思潮的泛滥最终导致“文革”运动的兴起，中国把国际主义看做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

高指导原则”②，在援外领域产生了国际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外援助八项原则。③ “八项原

则”实现了国内发展同国际发展、受援国需要与自身发展、反帝反修策略与争夺“中间地带”策略结

合，是国际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在这个时期开始增加对

外援助力度，援助金额增长幅度较快。据统计，此阶段中国平均每年支付的援助金额达到１９．６亿
元人民币，而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３年间这一数字仅为３．５亿元人民币。④

第三阶段，发展阶段（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７年）。在重返联合国之后，随着中国逐渐走上国际舞台，
中国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国际主义在中国援外中的实践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

个阶段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援助的国家数量急剧增加。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８年，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
从之前的３２个增加到了３６个。⑤ 二是援助金额的急剧增长。据统计，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７年间，中国每
年提供的对外援助金额约为３９．９亿元人民币。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急剧增加。１９７８年之后，随着国际局势的
缓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国际主义在中国援外中的影响力迅速下降。中国援外逐渐淡化国际主

义的时代烙印，在兼顾国内外发展需要的大局下开始走向转型之路。

二、改革开放后援外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援外开始了转型之路。与

国际主义时期相比，转型之后的中国援外在援助的原则政策、治理体系以及援助对象方面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

（一）援外转变的背景

首先，中国援外需要注意内外两个大局的变化。在国际大局上，“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

革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强调从同时打赢两个半战争到打赢一
个半战争转变，消除了对华战争的必要性。随着中日、中美的邦交正常化，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紧

张对立的局面逐步缓和，西方世界开始欢迎一个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改善。在国际安全局势得到缓和的同时，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也在持续增强。２０世纪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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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
援外八原则详细内容参见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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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１页。
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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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后，全球“革命”热点的逐渐消退使得主要大国提供援助支援革命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在第
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已经取代“革命”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首要议题。

在国内大局上，发展成了中国当时的新主题。中国紧随国际大局的新变化，开始将经济建设作

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由支援革命开始逐渐转变为营造有利于中

国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把不接受外资、外援的政策调整为积极利用外
资、外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政策。① 这一政策变化使得中国有机会与ＯＥＣＤ／ＤＡＣ（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等国际发达援助体系进行接触与合作。中国在接受外资、外援
的同时学习到了国际援助体系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成果，这些促进了中国援外在制度、体系、方

法等方面的升级转型，中国援外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援外体系。

其次，中国援外需要应对内外两种挑战的转变。在国际层面上，中国由应对反帝反修的挑战转

变为应对世界发展潮流，带动自身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经济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

内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孤立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援助“作为一笔

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在应对国际大局不同层面的新挑战上，仍然具有巨大的发挥空间。此时中

国放弃或者淡化国际主义援助，一是因为中国自身经济落后，没有能力承担长期大量的外援；二是

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必须韬光养晦、决不当头。

盲目推行国际主义的援助方式甚至有可能加剧受援国国内矛盾的复杂化和国际化，不利于共产主

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在国内层面上，中国由应对阶级斗争的挑战转变为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挑战。阶级斗

争时期的中国援外资金增长过快，已经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１９７３年，ＯＥＣＤ／ＤＡＣ提供的
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占 ＧＮＩ的比重不到０３％，②而同期中国援外资金占当年 ＧＮＩ的比重高达
２０５％，③严重超出了中国当时的财力水平。另外，中国援外的项目重政治利益，轻经济效益，导致
援建企业缺乏承担相应任务的积极性。从受援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援建的许多地标性建筑，如会议

大楼，大型雕塑等政治意味太过浓厚，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不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资金与广阔的市场，阶级斗争时期的援助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

建设这一任务需要。中国援外需要统筹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援外转变表现

在援助的原则和政策方面，中国援外实现了由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四项原则”的转变。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之前召开的全国五次援外会议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直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
则。１９８０年全国外经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把“有进有出、平等互利”作为对国际主义的原则补
充，标志着中国援外的原则开始发生变化。１９８３年召开的全国第六次援外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
对外援助工作的互利性。此次会议在１９８０年援外工作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平等互利
的援外四项原则。１９９１年召开的全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议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肯定，这标志着中国
援外的指导原则最终完成了重大转变（详见表１）。

·２２１·

①

②

③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载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６４１６２／６４１６８／６４５６５／６５４４８／４５２６４３０．ｈｔｍｌ，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１：５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Ｅｄｉｔｉｏｎ”，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ｄｏｃｓｅｒｖｅ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４３１１０１１ｅ．
ｐｄｆ？ｅｘｐｉｒｅｓ＝１４４２３７０４４７＆ｉｄ＝ｉｄ＆ａｃｃｎａｍｅ＝ｇｕｅｓｔ＆ｃｈｅｃｋｓｕｍ＝ＡＤ５１９３Ｂ１Ｄ７３Ｄ２４９Ｄ２Ｅ６Ｅ３Ｃ１Ａ５７２Ｂ５３０４，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９
月５日。
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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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转变期中国历次援外重要会议比较

时间 名称 援助方式① 援助原则／政策
援外支出占

ＧＮＰ百分比／％
１９７１ 全国第一次援外工作会议 总交货人部制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１．５１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１９７５、１９７７

全国第二、三、四、

五次援外工作会议
承建部负责制 同上 １．５１（平均值）

１９８０ 全国外经工作会议 投资包干制 有出有进、平等互利 ０．１７

１９８３ 第六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 承包责任制
平等互利、讲究实效、

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０．１７

１９９１ 全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议 总承包责任制 同上 ０．０８

　数据来源：《新中国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其他信息参见傅道鹏博士论文：《官方发展援助研究》；石林：《当代

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在援助的治理体系方面，中国援外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在治理的主体上，中国援外实
现了由单一的治理主体（政府）到政府和企业双重治理主体的转变；在治理的目标上，中国援外实

现了由完成繁重的管理任务到实现援助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转变；在治理的方式方法上，中

国援外实现了由“总交货人部制”到“承包责任制”②的转变（见表１），援助方式的改变充分调动了
企业参与援外任务的积极性，提高了中国援外的效率；在治理的效果上，中国援外支出占ＧＮＰ的比
重降到了一个合适的水平，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相适应。

在援助对象的选择方面，中国援外实现了由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到不以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

的转变。中国提供对外援助的对象不仅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是扩展到广大亚非拉等第

三世界国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助对象的选择上，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

分援外对象的标准，而是根据受援国的切实需要来提供援助力量。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在援助
对象的选择上更加富有灵活性。２００５年，美国新奥尔良市遭遇飓风袭击，中国首次通过官方和民
间两种渠道为这个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提供大规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③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既表现出了中国援助对象的转变，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援助理念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援外特点

作为世界援助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转变后的中国援外与ＯＥＣＤ／ＤＡＣ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援助
相比而言，逐渐形成了互利共赢、治理规范、经济优先、效果突出等新特点。

（一）援外理念：互利共赢

自“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开启现代援助历史以来，对外援助一直是冷战期间各国维护自

身国家利益的手段。④ 所谓的援助，实质上是“拉拢”政策的溢出品，是给予受援国支持美国对外政

策的“好处”。这种形式的对外援助是从援助国的利益角度为第一出发点，不可避免掺杂援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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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援助方式的改变并不是在表中列出的会议上得以直接完成的，而是在会议召开之后经过论证试行后才完成转变的。如承建部负责

制到投资包干制的转变是在１９８０年全国外经工作会议之后，对外经济联络部根据会议精神，制定颁发《关于对外经援项目试行投
资包干制的暂行办法》后才得以实施。表中仅把相关会议作为分析的一个参考点。

所谓总交货人部制是指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制定一个部门担任“总交货人”，由该部门承担分配援助项目的所有工作，即承担“交钥

匙”工程；所谓投资包干制，就是国家把对外经援的某个项目交给一个部门或地区执行，包干单位在国家援外政策的法律法规和经

援协议范围内享有自主权，项目经费由包干单位按照经援协议合理使用；承包责任制模式的基本理念与投资包干制无异，但在执行

领域更为彻底，实行管办分离，充分调动各级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活力，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经援的效率。

《中国首次大规模援助美国　民间力量参与热情高涨》，载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５－０９－１３／１０３５７７５５１０６．ｓｈｔｍｌ，最后访
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１日。
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ｏｗｎｅ，Ａｉｄ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ｏＤｏｎｏｒｓＨｅｌｐｏｒＨｉｎｄ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１１１．



　　 　　刘方平：　中国援外的历史进程与现时拓展 ２０１６年２月　

以满足援助国的利益。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援助疲劳”。据２０１１年ＯＥＣＤ发布的报告
显示，ＤＡＣ成员提供给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援助总净支出比重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９年的２４．４％下降到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９年的１４％。① 就在援助快要被遗忘之际，“９·１１”事件发生，美国又重新认识到援助
对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价值。２００２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强调援助所带来的发展是维
护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②同时美国前总统布什强调：“我们必须将更多的援助与政治、法律和

经济改革捆绑在一起……”③这表现出美国既要利用援助维护自身安全，又要利用援助使受援国按

照自己的要求进行改造的现实主义倾向，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援助理念的利己性。

相比之下，中国对外援助则表现出了明显的互利共赢特点。首先从援助的指导思想上来看，中

国把“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看作是自己的“国际义务”，并把“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放在援助政策的重要位置④。其次，在实践领域中国援外也体现了互利共赢的特点。如１９９５年中
国援助苏丹建立了现代化的石油工业。中国在援助苏丹石油工业项目中体现的高标准、严要求给

中国企业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参与国际合作做了良好的铺垫。⑤

中国对苏丹的援助一方面帮助苏丹建立了现代化的石油工业，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中

国获得了新的能源供应渠道，缓解了中国能源供应不足的状况，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利益，有效地促

进了自身经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援助中的利他共赢特点。

（二）援外体系：治理规范

首先是治理机构的规范化。ＯＥＣＤ／ＤＡＣ成员国内部基本都建立了成熟的援助治理机构来统
筹和协调援外工作。如英国建立了国际发展署来负责援外工作。⑥ 经过数次改革之后，中国援外形

成了以国务院为领导单位，以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为主要治理机构的援外体系。其中，国务院掌

管对援外活动的决策领导；商务部承担援外治理中的主体责任；外交部和财政部从外交利益和援助

预决算等方面对援外活动施加影响。各个机构之间权责关系比较明晰，可以做到在援外中既追求

经济利益，又照顾外交利益诉求，同时又通过财政监管控制援助比重，体现治理机构之间的规范性

与协调性。

其次是治理模式和治理制度的规范化。中国援外在治理模式中全面推行总承包责任制，进一

步加强企业在援外中的自主权，全面推行竞争机制。为了规范援外企业参与竞争，中国在借鉴发达

国家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诚信、竞争”的原则实施招标，择优选择援外项目承担企

业，提高了承包责任制的规范性。此外，商务部还制定了各类援助管理的政策及规章制度，从援助

的监管到援助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援外治理模式和治理制度

的规范性。

（三）援外实践：经济优先

经济优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与主要援助国家或组织相比，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中

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９年间，中国把６１％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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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１：５０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Ｅｄｉｔｉｏｎ”，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７８７／８８８９３２５１４６６５，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１日。
ＣｕｒｔＴａｒｎｏｆｆａｎｄＭａｒｉａｎ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Ｌａｗ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ｉｄ：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Ｕ．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载 ｈｔｔｐ：∥ｆｐｃ．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２４９７０．ｐｄｆ，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１日。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ｔｈｅＵ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Ｇ．Ｗ．Ｂｕｓｈ）ａｔ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Ｏ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９１１）”，载ｈｔ
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０２０３２２－１．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１）》，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苏丹宣布加强与中国在油气领域合作》，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ｃａｃ．ｏｒｇ／ｃｈｎ／ｚｘｘｘ／ｔ１２９５１１０．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
参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Ｖ．ＵＫ”，载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７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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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贷款投放到了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①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间，经济基础设施仍是中国援外
的重点领域，投入到该领域内的援助资金占中国援外资金总额的４４８％（见表２），这体现了中国援
外中的经济优先性。与之相反，据２０１０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挪威等发达国
家或组织的援助领域集中在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占其援助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 ４８％、
４４３２％、４８３２％、３９％，详见表２。

表２　中国与主要援助国家或组织援助重点领域比较②

国家 主要援助领域 占援助总额百分比／％
中国 经济基础设施 ４４．８
挪威 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 ３９
美国 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 ４８

澳大利亚 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 ４８．３２
欧盟 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 ４４．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４）》；挪威统计数据来源于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２；美
国、澳大利亚、欧盟统计数据来源于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③

　　二是与发达国家援助机构设置相比，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主要由商务部负责，体现了援助工作中
经济优先的特点。在目前的国际援助机构设置上，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把外交部作为负责对外

援助的主要工作机构，这体现了把对外援助作为一种外交工具的政治考虑。如挪威外交部下设发

展合作署（Ｎｏｒａｄ）、澳大利益外交部下设国际发展署（ＡｕｓＡＩＤ）等，这些机构均承担着对外援助的
主要任务。当然，也有国家把对外援助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来使用，相应的体系设置方面明显体现出

这一意图。如美国于２００６年成立了对外援助指导办公室，与美国国务院一起协调管理美国国际开
发总署（ＵＳＡＩＤ）开展的援助工作。④ 中国把对外援助归于商务部的体系设置不仅体现了经济优先
的特点，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务实的援外政策。

（四）援外影响：效果突出

治理体系的规范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援助的效果突出。２００４年东南亚发生海啸以及２０１５年
尼泊尔出现强震后，中国都是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预案，成为第一批向受灾区提供援

助的国家，为受灾区的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ＯＥＣＤ成立５０多年以来在ＯＤＡ领域内的
投入力度持续增加，但全球性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究其原因，在于西方

国家总是“说的很多，做的很少”，在援助中预期承诺很高，但落实程度很低。目前发达国家提供援

助支出比重仍然偏低，离既定目标差距较大。⑤ 除了五个援助小国以外⑥，其余援助大国远未达到

这一目标。据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ＯＤＡ占其ＧＮＩ的比重由０１％提高到０１９％，
仅仅提高了００９％个百分点。日本ＯＤＡ占其ＧＮＩ的比重由０２８％下降到０１９％，下降０９％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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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ｕｒｔＴａｒｎｏｆｆａｎｄＭａｒｉａｎＬｅｏｎａｒｄｏＬａｗ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ｉｄ：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Ｕ．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载 ｈｔｔｐ：∥ｆｐｃ．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２４９７０．ｐｄｆ，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
中国的主要援助领域占援助总额百分比是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数据，其他国家和组织是基于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经济基础
设施主要包括交通通信、广播电信、电力等项目；社会基础设施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健康、人口、供水卫生设施、政府与公民社会以及

其他社会领域等项目。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４）》，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１日；“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Ｒｅ
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２”，载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ＴＡＢＬＥ２Ａ；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
参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Ｖ．ＵＫ”，载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及“Ｕ．Ｓ．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ａｉｄ．ｇｏｖ／，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７日。
１９７０年通过的《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文件中，规定了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的援助净交付额应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Ｉ
的前身）的０．７％。
指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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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① 即便是如此低的援助比重，发达国家的援助兑现率仍然不高。根据图１显示的信息可以看
出，美、法、德三国援助兑现率均低于１００％，美国和法国的援助兑现率更低，在８０％左右徘徊，德国
援助兑现率较高，但近年来有下滑趋势。与之相比，中国的援助兑现率要高很多，２００７年中国援助
兑现率高达１０３４５％。虽然近几年有下滑趋势，但总体援助兑现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且高于主要
发达国家。超高的援助兑现率既是援助效率高效的表现，也是援助效果突出的重要原因。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援助兑现率比较②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ＯＥＣＤ）．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１）③。

四、中国援外的现时拓展

当前世界格局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发达国家试图重新修改国际投资、贸易格局以重塑未

来几十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国

家正在搅局中国和平发展的外围环境，在军事安全方面给中国施加压力，试图干扰和破坏中国和平

崛起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重任。面对

国内外的新情况，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计划。这为中
国援外的发展推进提供了新的空间。中国援外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有利时机，展示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一带一路”对中国援外提出新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计划公布之后，“一带一路”正式由构想阶段进入实际建设阶

段。为带动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在综合考虑不同国家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大合

作重点，其中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领域都是目前中国援外的主要关注点。在民心相通、政策沟通领

域，中国援外也有进一步发挥其功能的空间。当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

的首要领域，为打通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国必将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来支援

这些国家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跨境物流等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基础设施是中国援外的重点

援助领域，也是中国援外的优势领域。经过几十年的援外实践，很多中国援外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

拓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在打通双边互联互通方面，“一带一路”为中国援外发

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有利时机和广阔空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发动有关国家成立

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并设立了４００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未来一段时间，依
靠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两大金融机构的支撑，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中的资金匮乏问题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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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ＯＥＣＤ（２０１５），ＮｅｔＯＤ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载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ｏｄａ／ｎｅｔ－ｏｄａ．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７日。
参见“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载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０日；傅东主编：《中国财政年鉴》，北
京：中国财政杂志社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版。
中国援助兑现率根据《中国财政年鉴》中每年关于对外援助的财政预算、决算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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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解决，这给中国援外朝着战略化、全局化方向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援外提出了以下几点新要求。首先，中国援外需要与亚投行之间进行

战略分工。援外资金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援外不可能直接承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类大型项

目，对于一些资金需求量大的项目，中国援外应当与亚投行之间进行有效分工，共同完成“一带一

路”的任务需要。其次，为提高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中国势必会投入更多的援助资

金。如何有效使用这部分援助资金？哪些国家、哪些领域、哪些项目值得中国援外给予更多的关

注？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思考有助于提高中国援外的有效性及援助项目的针对性。另外，国际

上针对中国援外的批评声音很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援建的很多项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

及劳资冲突等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小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中国援外需要

有效稀释中国对外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民心相通等领域发挥关键性作用，尽量降低对

外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最后，“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技术上的援助，也是中

国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共同发展的机会援助，这为今后中国构建新型对外援助模式提供了新的

参考。

（二）中国援外应进行适应性战略调整

中国援外需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利时机，实现战略调整，在援助的理念、范围、内容上

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诉求，努力完成“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援外提出的任务要求。

首先，在援助理念上，中国援外须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意愿挂钩，实现共同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范围是区域性的，资金是有限的，目标是共赢的。中国的援

助不是单方面的无限赐予，而是有着合理的利益诉求。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势必

会将更多的援助资源投入到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但这种援助资源的投入不是盲目的，而是要与受援

国的合作意愿和合作程度相挂钩。有着强烈合作意愿且制定了发展规划的国家自然会得到中国援

外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而没有合作意愿且不支持、不配合的国家，中国援外可以减少关注度，不

必大费周折，这既是提高援助有效性的需要，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需要。

其次，在援助范围上，中国援外须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加快国内产业转移与升级。中

国援外向沿线国家倾斜，一方面能够满足沿线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为其提供经济建设资金；另

一方面沿线国家市场潜力巨大，可以带动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企业的发展培育良好的市场

环境。在援助资金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亚洲和非洲区域，中国援外资金将重点向这两

个区域倾斜。未来，亚洲地区将是中国援外资金投向的重点，其所占的比例有望进一步上升。在援

助的项目上，中国援外要向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项目上倾斜。随着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恶化，中国

在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要关照国家安全利益诉求，尽量化解安全威胁与风险。“一带一路”沿线有

很多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项目，如岛礁、港口、铁路等值得中国援外予以战略上的倾斜。这不仅是

互联互通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保障“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需要。

再次，在援助内容上，中国援外须为“一带一路”构建有利的国际大环境。援外根源于对大同

世界的渴望，是对人类共同发展的目标追求。援助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本国的发展模

式，对受援国来说既是一笔无形的宣传材料，也是一笔无形资产。对一国的积极援助也会产生良好

的“溢出”效应，即提升援助国在该地区同一类国家，乃至不同地区其他国家中的良好形象与地位。

如何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援外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一是中国援

外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援助的有效性。中国援外需要与不同的金融机构展开合作，根据项目的需求

制定出不同的援助方案。对于资金需求量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援外应当利用好亚投行等金

融机构的融资作用，提高项目建设的效率。二是中国援外须更加侧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

生建设。比如提高对沿线国家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拉近中国与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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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之间的距离，降低其排外感。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
会上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内提供６００亿美元帮助非洲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在这“十大合作计
划”中就包含了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非人文合作计划等重大民生项

目。①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援外要进一步提高对非洲、东南亚、中亚等沿线国家民生领域内的援助力

度，使双边民心相通、民意相投。

五、结　语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援外以国际主义为指导原则，这与中国反帝反修

的政治信仰、两个世界的现实及国内左倾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两个大局的考量、两种挑战的应对

给中国援外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这也是我们分析和评判中国援外历史地位的重要坐标参照。

我们不能用当今的国际国内形势来评价过去的援外行为，也不能用过去不重视经济效益的援助理

念来指导今天的援外工作。对外援助作为对外战略的工具之一，只有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

环境中去分析才更加客观，也更加真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一定规模的援助实属不

易，但这也是履行大国义务的重要方式，更是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提供的对

外援助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帮互助范畴，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援助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援外

工作。中国援外中追求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是正当合理的诉求，只要这种援助行为给受援国带来

的收益大于己方所得，这种援助行为就应该得到肯定。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援外在两个大局、两种挑战下实现了战略转变。中国在继承过去援外优点

的基础上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援外模式，互利共赢、治理规范、经济优先、效果突出是这种援外模

式的特征表现。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特征既是中国援外的独特优势，也是未来构建中国特色援外

体系的必要基础。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中国援外将搭载“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构

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

中国援外在援助理论、援助战略、援助体系方面朝着前瞻性、战略性、现代性方向进一步调整和转

变，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援助体系做出积极改变。

［责任编辑　王景周　责任校对　王治国］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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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


